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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 2008—2019 年我国 31个省份的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标准差､ 变异系数､ Moran′sI 指

数对旅游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整体判读,并运用冷热点分析､ 经济重心模型探究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采用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驱动机理｡ 结果表明:①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不均衡,但相对差异越来越小

｡ ②旅游经济发展高水平区域由东向西南扩散,集聚在东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上｡ ③我国旅游经济重心进入湖北省,

轨迹向西南方向移动,集中在中部地区｡ ④经济基础条件越好的地区并不意味着旅游业越发达｡ ⑤资源禀赋条件､

交通可达性､ 旅游接待设施水平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南高北低､ 西高东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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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旅游作为我国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旅游业以较低的资源消耗､高度的产业关联､紧密的

地域联系､显著的富民效应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内涵[1]｡近年来,旅游业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2]､旅游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3]､

旅游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4]等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意味着旅游业涵括高效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消除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美

好社会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涉及广泛的学科领域和空间尺度,包含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国外学者一直以

来较为注重探索旅游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5,6],近年来从不同角度探究了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如教育[7])

和旅游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如环境问题[8])｡国内相关研究则大多从空间和要素两个方面探讨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差异｡在

空间层面,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旅游产业集聚[9]､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10]､时空分异[11],空间尺度包括县域､市域､省域和全国;影响要

素层面,主要包括城镇化[12]､交通[13]､生态环境[14]等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地理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单要素､多要素

等研究视角｡主要采用变异系数､莫兰指数､Theil 指数[15-17]等研究方法来分析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差异,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空间

滞后模型､空间杜宾面板计量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15,18-20]等多种方法来分析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空间关联｡ 

尽管现有研究多会通过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莫兰指数等方法去分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同区域的旅游经济差异,但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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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经济重心的演变｡此外,现有研究对区域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的分析视角或衡量指标较单一,不利于全面准确地剖析我国区

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本文以 2008—2019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旅游经济为研究对象,首先通过标准差､变异系数和莫兰指数探析旅游经济发展时空

差异的总体趋势,然后通过经济重心模型分析旅游经济发展的重心轨迹,最后运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从经济基础条件､资

源禀赋条件､交通可达性､旅游接待设施水平等因素出发分析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机理及其空间异质性,旨在从近年来

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整体趋势和影响机理中发现新的规律,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有助于对我国各省份不同时期的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进行总体判读,值越大,说明各省

份之间的旅游发展越不均衡｡标准差是传统常用的反映一个数据集离散程度的指标,采用标准差来衡量旅游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

水平,可反映我国各省份旅游经济差异的实际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21]

: 

 

变异系数是常用于表征离散变量的归一化量度,可以克服量纲造成的误差,客观反映我国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程

度,计算式如下
[21]

: 

 

式(1)､(2)中:S为标准差;CVj 为 j年的变异系数;xij 为 j年 i省份的旅游总收入;xj 为 j年各省份旅游总收入的平均值｡ 

空间自相关模型:全局 Moran′sI 可衡量我国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从空间上进一步反映其差异程度｡

Moran′sI 的值介于-1 到 1 之间｡Moran′sI>0,空间正相关,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显著;Moran′sI<0,空间负相关,其值越小,

空间差异越大;Moran′sI值=0,空间呈随机分布｡计算公式如下[22]: 

 

式中:I 为 Moran′sI值;xi 和 xj分别为 i省和 j省的旅游总收入;x为各省份旅游总收入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 

Getis-OrdG*i 指数:冷热点分析用于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值和低值的空间聚类,即反映其热点区和冷点区｡相对于全局

Moran′sI,该方法能够更加精准地说明我国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局部空间关联与集聚特征,计算公式如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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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i(d)为 Getis-OrdG*i 指数值;xi 为 i省份的旅游总收入;wij(d)为权重矩阵｡ 

经济重心模型:经济重心是指区域空间中存在某点,在该点上各个方向的经济力量能够维持相对均衡｡运用经济重心模型可

以判断旅游发展的空间变迁规律,计算公式如下[23]: 

 

式(5)､(6)中:X 为旅游总收入经度重心;Y 为旅游总收入纬度重心;Mi 为我国 i 省份旅游总收入;Xi 为该省份的经度坐标;Yi

为该省份的纬度坐标｡ 

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GWR 模型是对普通线性回归(OLS)模型的扩展,它将数据的空间结构嵌入到回归模型中,使回归参数

具有空间地理特性,能够减少 OLS 模型对具有空间特征变量计算的误差｡本文采用 GWR 模型来探究我国各省份旅游经济发展差异

的影响因素,计算公式如下
[24]
: 

 

式中:(ui,vi)为 i 省份的空间位置;βk(ui,vi)为在 i 省份单元质心(ui,vi)的未知参数,即 Xik 的回归系数;Xik 表示 i 省

份的影响因子归一化数值 为回归残差,是因变量未解释的部分｡ 

1.2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根据数据的真实性､科学性､客观性和可获取性原则,选取我国 31 个省份 2008—2019 年旅游总收入为研究样本(因为数据统

计原因,所以未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参考王雅竹等[22]､鄢志武等[23]的研究,从经济基础条件､资源

禀赋条件､交通可达性､旅游接待设施水平 4个方面探究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影响因子指标体系。 

数据主要由《中国统计年鉴》(2009—2020 年)､31个省份统计年鉴(2009—2020 年)和 31 个省份统计公报(2008—2019 年)､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和国家旅游局､各省份旅游局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所得,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此外,为消除

量纲对模型结果的影响,采用极值化方法对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2 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变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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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旅游经济发展总体差异 

通过标准差､变异系数可观察我国各省份旅游经济的时序变化特征(图 1)｡从标准差来看,我国 31 个省份的旅游经济发展的

绝对差异逐年稳定上升;从变异系数来看,我国31个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逐年稳定下降｡总体上,绝对差异变化幅度大于

相对差异,说明 31 个省份的旅游经济增长不均衡,但相对差异越来越小｡通过全局 Moran′sI 指数可以判断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空

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图 2)｡2008—2019 年全局 Moran′sI 指数介于 0.2—0.3 之间,以较小幅度呈波动上升趋势;旅游经济在 99%

的置信水平通过检验,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处于相对集聚的状态｡2008—2013 年我国 31 个省份旅游经济基本上呈稳定增长

趋势,2014 年突然下降后,2015—2019 年相对快速增长到平稳增长｡整体来看,我国 31 个省份旅游经济从相对弱聚集到相对强聚

集转变｡ 

 

图 1 2008—2019 年旅游经济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布 

 

图 2 2008—2019 年旅游经济 Moran′sI 分布 

2.2 旅游经济发展冷热点格局演变 

运用冷热点分析可以更加细致地探讨区域旅游经济高值和低值的聚类情况｡本文参考 Jenks 自然断裂法,将其划分为核心热

点区､次核心热点区､边缘热点区､核心冷点区､次核心冷点区､边缘冷点区｡在本次可视化结果中,核心冷点区均不显著｡从图 3 中

4 个时期的空间分布来看,热点区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部和东部地区,且由东向西南方向逐步扩散和转移,最终表现为旅游经济高

—高值集聚在长江经济带沿线上的空间变化｡核心热点区发生明显转移,省份数量先增加后减少,2008—2019 年核心热点区从江

苏､安徽､上海､浙江 4 省市逐步转移为湖北､湖南､江西､浙江 4 省｡其中,江苏､上海在 2016 年由核心热点区降为次核心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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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2019 年降为边缘热点区;安徽在 2019 年由核心热点区降为次核心热点区;湖北､江西在 2012 年由次核心热点区发展为核心热

点区;湖南在 2012 年由边缘热点区发展为次核心热点区,2019 年发展为核心热点区｡依照此发展趋势,下一阶段浙江将脱离核心

热点区,而位于长江经济带上的贵州将成为下一个热点区省份｡核心热点区的演变趋势反映了现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区域旅游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揭示了云､贵､川､渝等地区的发展潜力｡次核心热点区省市数量总体增加,2008—2019 年次核心热点区从

湖北､江西､福建 3省演化为安徽､贵州､广西､河南､福建 5个省区｡2019 年,边缘热点区为江苏､上海､重庆､海南､广东等 5个省市

｡次核心热点区和边缘核心热点区省份数量的增加说明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冷点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且冷

点地区数量呈下降趋势｡2008 年,次核心冷点区和边缘冷点区构成低值圈层结构,冷点地区包括青海､甘肃､西藏､四川 4 省

区;2012 年,圈层结构破坏,四川摆脱冷点区,新疆进入冷点区;2016 年,冷点区范围缩小,甘肃彻底摆脱冷点区;2019 年,冷点区维

持在新疆､西藏､青海 3 个省区｡热点区的扩散和冷点区的缩小,说明我国旅游经济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演化过

程中不仅有热点区的扩散,还发生了热点区的转移和退出,这意味着在追求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仍要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

问题｡ 

 

 

图 3 2008—2019 年中国旅游经济冷热点空间格局演化 

总体上,我国四大经济区旅游发展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所有省份旅游经济发展在研究期都完成了热点区的经历,说明东部地

区旅游经济处于高水平阶段,但优势有所下降,整个趋势在向南方移动;中部地区是热点区主要分布区域,总体表现已经赶超了东

部地区,是现阶段我国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区域;西部地区旅游经济表现出“西低东高”的特征,旅游经济发展较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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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和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都在西部;东北地区从始至终未参与冷热点的演变,即旅游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一般水平｡ 

2.3 旅游经济重心演变 

从图 4可见,近 12年来我国旅游经济重心向中部地区集中,向西南方向转移,由 2008 年的安徽省转移到 2019 年的湖北省,这

与上述热点区向西南方向扩散的结果一致｡2008 年,我国旅游经济的核心热点区(高水平的高—高值的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

地区,但实际上经济重心落在了中部的安徽省,说明早在 2008 年以前旅游经济重心就已经发生了偏移｡2008—2012 年经济重心落

在安徽省,2013—2018 年经济重心落在河南省,且重心间距明显比 2012 年以前增大,说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2019 年旅游经济重

心首次进入湖北省,按照经济重心整个轨迹特征和在河南省停留的时间来看,未来5年旅游经济重心将持续停留在湖北省,甚至可

能不到 5 年的时间就转而进入到重庆市｡根据各省份旅游收入情况,12 年间我国中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增速持续稳定,尤其是西部

地区平均增速在 27%左右｡反观东部地区,2012 年以后增速明显放缓,平均增速在 19%左右｡同时,据冷热点格局的演化情况,高值

区域正在向中西部地区扩散,且目前高水平､高—高值集聚区域主要为中部地区,再次说明为什么旅游经济重心位于中部地区｡旅

游经济重心的演变说明中部地区是目前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坚力量,而西部地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西南地区是我国下

一步旅游发展的重要区域｡ 

 

图 4 2008—2019 年中国旅游经济重心演变轨迹 

3 旅游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及分析 

3.1GWR模型构建及结果 

OLS模型是目前最常用的回归分析方法,能够有效说明变量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OLS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经济基础条件､资

源禀赋条件､交通可达性､旅游接待设施水平4个因子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 VIF 值都小于 7.5,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说

明经济基础条件､资源禀赋条件､交通可达性､接待设施条件水平4个影响因子与旅游收入之间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初步来看,我国

各省份旅游收入与经济基础条件呈负相关关系,与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交通可达性､旅游接待设施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总体来看,

资源禀赋条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大,经济基础条件､交通可达性等因子次之,旅游接待设施水平影响力最小,但三者影响作

用的绝对大小相近｡为更加准确说明影响因子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对变量进行了 GWR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GWR 模

型校正后的 R2为 0.735477,OLS 模型校正后的 R2为 0.705088;GWR 模型中 AICc 为-21.50766,OLS 模型中 AICc 为-20.432668｡整

体来看,GWR模型的拟合效果更好｡本文利用 GWR模型探讨了各影响因子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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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影响因素及分析 

经济基础条件与旅游经济发展呈负相关关系(图 5a),回归系数介于-0.195718—0.124609 之间,说明随着地区经济基础条件

水平的提高,其旅游业经济发展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旅游业具有环境依赖与资源消耗的内在属性,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越高,对资源的依赖度和消耗度越大,更加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等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旅游业的发

展｡具体来看,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3 个省区受经济基础条件的影响最小;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和东南地区的广西､广东､海南则

是受经济基础条件影响最大的 5 个省区｡经济基础条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南北差异较明显,北方地区受影响程度普遍小于南

方地区受影响程度,说明北方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受经济基础条件约束较小｡ 

资源禀赋条件与旅游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图 5b),即资源禀赋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具体来看,资源禀赋

条件的变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由西向东逐渐减小,对新疆､西藏､青海 3 个省区的影响最大,而对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

的影响最小,其回归系数分别介于 0.264659—0.291067 和 0.189611—0.195932 之间｡资源禀赋条件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

存在着明显的东西差异,西部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中东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制约了旅游业的支持性产业和

相关产业的发展,在基础设施条件､服务质量､交通便利程度等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地区旅游经济增长对资源禀赋条件的依赖性更

大｡ 

交通可达性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图 5c),即交通可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交通可达性对旅游经

济发展的影响同样存在明显的东西差异,影响作用由西向东逐渐减少,对新疆､西藏的影响最大,对黑龙江､吉林的影响最小,其回

归系数分别介于0.208628—0.256383和 0.106203—0.108657之间｡新疆､西藏､黑龙江､吉林都是我国边境地带,地理位置和交通

条件优势不大,交通可达性对旅游经济发展影响程度的差异主要来自于周边地理环境的影响｡黑龙江和吉林地处我国东北地区,

受中部､东部地区交通条件影响,对自身交通运输条件的容忍性较高｡新疆和西藏地处我国西部,地理范围广､交通发展水平低,导

致可达性大大降低,旅游发展受限严重｡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增长依托于良好的资源禀赋条件,却存在一系列的制约

因素,影响了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把握西部大开发政策机遇,加快西部交通基础建设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西部地区旅游资

源优势,促进旅游业发展｡ 

旅游接待设施水平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图 5d),即旅游接待设施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其回

归系数介于0.142910—0.170418之间｡总体来看,旅游接待设施水平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在空间上呈“南高北低”的特点

｡黑龙江､内蒙古､吉林､甘肃､青海､宁夏､北京､辽宁､天津､河北､山西､陕西､四川等省份的受影响程度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对比冷

热点分析发现,这 13个省份绝大部分处于不显著区域,即非旅游收入高—高值或低—低值集聚区域｡相反,受影响程度较高的上海

､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安徽､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等省份大部分处于旅游收入高—高值集聚区域｡由此

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对旅游接待设施水平有更高的要求｡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 6 省市对旅游接待设施

水平的变化最为敏感,继续保持并提升旅游接待设施水平是这类城市保持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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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旅游经济影响因子回归系数分布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我国 31 个省份为研究区域,综合运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经济重心模型等方法探究了 2008—

2019 年旅游经济发展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结论如下:①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增长不均衡,但相对差异越来越小,符合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目标｡②旅游经济发展高水平区域集聚在东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沿线上,且由东向西南方向扩散,经历相对弱聚集到相对强

聚集的转变,下一阶段浙江省将脱离核心热点区,贵州省将进入核心热点区｡③我国旅游经济重心轨迹向西南方向转移,集中在中

部地区,2019 年经济重心初步进入湖北,重庆在很大可能上将成为下一个重心区域｡总体反映出东部地区旅游经济优势的衰退,中

部地区的崛起和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 

本文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各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①经济基础条件越好的地区并不意味

着旅游业越发达,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呈“南高北低”的特点｡②资源禀赋条件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对区域旅游经

济增长的促进影响呈“西高东低”的特点｡③交通可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区域旅游经济增长,影响作用呈“西高东低”的特点｡④

旅游接待设施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影响作用呈“南高北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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